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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一体化与城市创新: 

基于长三角扩容的准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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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0) 

【摘 要】：随着我国城市进入都市圈发展的新时代,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创新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创新

资源流动整合、知识技术溢出和市场规模扩大等维度深入分析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创新的潜在作用机制,将长三角扩

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 2003-2018年中国内地 283个地级市为样本数据,综合利用合成控制法和 PSM-DID模型对

两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整体而言,长三角扩容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从不同区域看,长三

角扩容对原位和新进城市创新水平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新进城市的影响大于原位城市;(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扩容政策对科创走廊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强于非科创走廊城市,同时区域通达性改善也能够明显强化扩容对城

市创新的政策效应;(3)扩容政策对城市创新的作用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趋势。研究结论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深化区域创新合作、建设长三角创新驱动示范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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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形成以创新为引领、城市群为主体的协调发展新格局。作为

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在全国经济中承担着重要使命,具有极强的示范带动作用。

为此,《2019 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坚决破除地区之间的利益藩篱和行政壁垒,加快形

成统筹有力、竞争有序、共享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长三角扩容作为一项打破区域行政分割、促进

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政策,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推动区域创新合作、构建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促进长三

角创新驱动发展方面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探讨区域一体化战略对城市创新的实际影响,对于新时期都市圈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区域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考察区域一体化环境效应。如 Chen & Huang[1]以欧盟

扩容为题材,发现欧盟一体化发展能够显著抑制污染排放总量、污染排放强度和人均污染排放量,具有一定的减排效应;赵领娣等
[2]
基于水污染视角,使用拓展 STIRPAT 模型,结合理论推演和实证研究发现区域一体化政策给长三角城市带来负面环境效应;张可

[3]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研究发现,区域一体化显著促进城市间污染排放强度收敛,有利于城市减排。二是关于经济发展。Muphy[4]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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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一体化发展有助于消除原位城市和新进城市的贸易投资壁垒,降低交易成本,推动区域内贸易与投资量增加,促进整体欧

盟成员国经济增长;Szeles[5]通过研究欧盟一体化对成员国经济增长的平衡发展问题发现,其能够显著缩小成员国间的经济差距;

李雪松等
[6]
的研究表明,区域一体化通过促进要素流动、结构升级以及加强区域合作,进而实现效率提升;陈喜强等

[7]
研究发现,区

域一体化实施能够改善区域分工模式,对区域产业结构产生优化调整作用。 

综上所述,尽管学界围绕区域一体化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却鲜有学者关注扩容视角下长三角一体化对城市创新的影响。自

1982 年上海全境、江苏和浙江部分范围内 10 个城市被纳入上海经济区以来,长三角城市群范围经历了“迅速扩展—骤然缩小—

稳步扩容”的过程[2]。凭借丰富的扩容经验,长三角城市群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扩容政策效果评估样本[8],特别是 2010 年长三角首

次稳步扩容,实现长三角行政关系由“两省一市”向“三省一市”的突破。本次扩容不仅涉及行政区划多且扩容范围广,扩容至

今已有多年时间,能够为政策评估提供大量可观测数据。因此,本文首先基于准自然实验法,利用“长三角扩容”作为外生政策事

件,结合合成控制法和倍差法,研究城市创新水平在长三角扩容政策前后的变化;其次,从异质性角度考察是否为科创走廊城市,

以及在不同通达性水平下扩容政策效果差异;最后,从时间维度对扩容政策的滞后效应进行分析。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①以扩容为研究视角,利用准自然实验法评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创新的影响,能够有效避免一

体化指标测度造成的误差。同时,相较于传统研究方法,以合成控制法和双重差分法为代表的准自然实验法能够有效避免参数估

计的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误问题;②现有研究仅关注区域一体化对经济增长[9]、产业结构优化[10]和企业行为[11-12]等方面的影响,忽

视了在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国际形势下,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本研究可有效弥补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③不仅

从整体层面验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扩容政策的有效性,还从城市异质性和时滞性角度深入分析扩容政策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

可为打造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提供借鉴。 

1 研究背景与理论机制 

1992,上海、无锡、宁波等 14 个城市经协委(办)发起成立长江三角洲十四城市协作办(委)主任联席会,而后于 1997 年纳入

泰州市正式成立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历经 20多年发展,截至 2018年经济协调会已经扩容至 34个城市。可以说,长三角

城市经济协调会的成立为各城市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合作机会,特别是在 2010年以后,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进行了各种专题合作,

包括交通和人力资源合作[13]以及区域内政府、企业和科研院校产学研合作等[14]。这种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能够有效推动城市群

产业分工协作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加快先进技术在不同区域间的溢出和扩散,发挥城市群的正外部性效应[15],促进城市创新水

平提升。因此,本文从创新资源整合效应、知识与技术溢出效应和市场规模扩大效应 3个方面揭示扩容政策影响城市创新的相关

理论机制。 

(1)长三角扩容通过创新资源流动整合效应促进城市创新。 

扩容之所以能够影响城市创新水平,是由于其可以推动研发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促进资源在各相关创新主体间有效转移

整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大量研究表明,创新要素合理配置是影响创新的关键因素[16]。研发要素流动本质上是对创新资源的整

合优化过程,通过研发要素跨区域整合,不仅能使研发人员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同时还能扩大研发资本影响范围,提高城市技

术创新水平(刘军等,2017)。扩容政策对创新资源的整合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容有利于弱化区域之间的“边界效

应”[18],破除顽固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完善技术市场竞争机制,倒逼企业进行技术改进和创新,增强市场调节信号的有效性,引

导研发要素在行业之间调整,实现跨区域资源整合;另一方面,长三角扩容有助于完善区域间交通网络,极大地促进科研技术人员

以及资金流、信息流的流通和扩散,有利于长三角城市群内资源有效配置和空间结构优化,推动技术创新的实现。 

(2)长三角扩容带来的知识与技术溢出有助于推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 

知识和技术因具有极高的资产专用性与交易不确定性,因此在交易过程中存在高额的交易成本
[18]
,成为阻碍城市创新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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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随着城市群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核心城市在发挥集聚优势的同时还能够推动知识溢出,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另外,一体

化市场体系能够促进高技术含量商品在区域间自由流通,实现科学技术传播与扩散,在区域间产生正向技术溢出效应[19]。具体来

说,扩容政策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知识技术溢出:一是通过合作研发实现创新知识技术外溢,即地方企业为降低研发成本和风险,以

合作方式交换异质性知识,在提高创新效率的同时实现技术传播与扩散;二是通过跨区域技术交易方式实现技术溢出,也即技术

落后企业通过使用先进技术改变现有落后生产方式,促进先进技术推广和扩散,同时对现有技术商品进行技术模仿和二次创新,

对外溢知识技术充分吸收,缩短产品研发周期,推动城市创新;三是通过科研人员正式和非正式交流,实现前沿知识、技术交流和

共享,加快科学技术传播速度。由此可见,扩容通对科学知识与技术的溢出效应,进而促进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3)长三角扩容对市场规模的扩大效应也能够提升城市整体创新水平。 

熊彼特理论认为,市场规模扩大能够帮助企业在技术资金风险分担和创新成果收益上取得先发性优势,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同时,市场规模扩张能够拉动创新产品需求,加速产品多样化发展步伐,引致新创新、新技术的出现。因此,扩容政策带来的技术

成果需求增大,有助于整体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具体来说,在长三角经济协调会成立之前,各城市间存在严重的市场分割现象,为

保护本土企业利益,政府会设置外来技术壁垒,新技术难以以市场化方式在本地应用和推广[20],不利于企业对新技术的学习和吸

收,由此严重阻碍创新发展进程。扩容政策实施使一体化市场体系更加健全,有利于形成区域技术交易大市场
[21]

,促使技术交易变

得更加公开透明,准确反映技术创新供需关系,为创新主体提供及时有效的市场信号,激发区域创新活力。 

上述分析表明,长三角扩容政策能够优化区域间创新资源配置,形成一体化市场创新与交易环境,实现区域间创新知识技术

交互与共享,进而对城市创新产生提升效应。 

2 研究方法、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2.1合成控制法 

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CM)最早于 2003年由 Abadie等[22]提出,用于评估 2010年美国加州控烟法案效应。

合成控制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对多个控制单元进行合成加权,构造一个与处理组特征大致相似的控制组,分析政策实施前后处理

组与加权后控制组的差别以评估政策效果[23]。本研究具体步骤为:①选取合适的预测变量,通过预测变量得出控制组权重;②依据

权重拟合出一个与长三角扩容城市特征相似的反事实合成控制城市;③比较长三角扩容城市与合成控制城市的创新水平,评估长

三角扩容政策效应。 

基于此,假设能观测到 J+1个城市 T时期的区域创新面板数据 Ij,t。其中,第一个城市为目标城市在 T0时刻开始实行扩容政策,

其它 J个城市均为未加入经济协调会的控制组,且 T0满足1≤T0≤T,对应上文分析中的 2010年。定义 I'
j,t为第 j个城市在 t时刻

未受到长三角扩容政策影响的创新数据;定义 I''j,tj,t''为第 j个城市在 t时刻受到政策影响的创新数据,从而得到如下公式: 

 

其中,γj,t表示第 j 个城市在 t 时刻由于受到扩容政策影响而带来的城市创新水平变化,若 γj,t=0,则扩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

平并无影响;若γj,t>0,则说明扩容政策能够有效推动城市创新;若γj,t<0,则说明扩容政策对城市创新有一定阻碍作用。但是,实

际上只能观测到 T0之后的创新数据I''j,tj,t'',I'
j,t无法观测。要确定γj,t的大小,则需先估计出I′j,t的大小。因此,引入 Abadie

等(2010)提出的基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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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中,αt表示影响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时间固定效应,Zj为(r×1)维向量,表示城市 j 不受政策影响的可观测变量,σt为

本文控制变量的估计参数,μj 为特定城市不可观测的固定效应。相应地,θt 为不可观测的时间效应,εj,t 为样本城市观测不到的

所有瞬时冲击。利用上式对 I'
j,t进行估计,其中受到扩容政策影响的目标城市形成(J×1)维权重向量 W=(w2,......,wj+1)

',任意 j

都满足 wj≥0,且 w2+......+wj+1=1。W代表合成控制组合,wj表示控制组城市对合成目标组城市的贡献率,得到的合成控制结果变量

如下: 

 

假设存在向量组(w
*
2,........,w

*
J+1),对于受扩容政策影响的城市 j=1而言,满足: 

 

若 为非奇异,则有: 

 

Abadie 等证明式(5)的左边趋近于 0,因此,可用 代替 I'
j,t的无偏估计,进而得出长三角扩容政策执行对城市创

新影响的估计值。 

 

2.2 PSM-DID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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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长三角扩容政策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然而扩容政策施行后,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扩容政策

冲击带来的“政策处理效应”;二是随时间或城市创新环境变化而形成的“时间效应”。如何区分时间效应和政策效应,进而得

出扩容政策实施的净效应是本文研究重点。为此,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评估扩容政策效果,这也是目前多数学者用于研究政

策效果的主流方法之一,其优势在于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内生性问题,相较于传统最小二乘法,双重差分法能够客观准确地估计

政策效应。本文将扩容政策实施后的 30个城市作为处理组,其它城市作为控制组。假设在长三角扩容政策之前两组“时间效应”

趋势相同,设立如下基本回归模型: 

 

其中,Lncxit表示城市 i 在 t 时期的创新水平,duit为政策虚拟变量,加入扩容的城市取值为 1,反之为 0;dtit为时间虚拟变量,

在本文中对应政策实施年份之后赋值为 1,反之赋值为 0;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交互项 duit×dtit的系数是 α3关注的重点,α3显

著为正表示扩容政策能够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α3 为负则表明扩容反而会抑制城市创新发展;α3 不显著则表明扩容政策对创

新无实质性影响。 

但是,实际上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很大的异质性,导致处理组与控制组样本偏差较大,前文提及的平行趋势假设在现实中很难

满足。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在 DID差分之前,采用由罗森鲍姆、鲁宾提出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找到与实验组可观测变量大

致相似的控制组样本数据。该方法在本文中的具体思路为:首先,根据城市一系列可观测变量如政府科技支出、金融发展水平、

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计算倾向得分值;其次,根据倾向得分值确定控制组中倾向得分值与实验组相近的城市

作为对照组,使实验组与控制组各匹配变量无显著差异;最后,以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样本数据进行 DID回归。设定的 PSM-DID回归

方程如下: 

 

上式中,Zit表示一组影响城市创新的控制变量,也是倾向得分匹配的计算变量,其它变量与前文相同。 

2.3变量与数据说明 

2.3.1被解释变量 

城市创新水平(lncx):本文中的城市创新主要指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产出能够科学测度一个地区的技术创新成果,同时也能

反映地区技术创新的综合实力[24]。现有研究主要用新产品销售收入和专利等衡量创新产出,但是新产品销售收入这一指标忽略了

科技创新中的知识创造部分,而专利申请数则能直接体现城市科技创新产出。因此,本文用专利申请数作为衡量城市创新的依据。 

2.3.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长三角扩容政策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乘项,政策虚拟变量根据国家公布的长三角扩容后的城

市名单赋值,如果该城市为扩容实施城市,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时间虚拟变量在政策实施之前统一设置为 0,实施年份之后设置

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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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①政府科技支出(kj),用各城市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测度;②人力资本水平(lnedu),

借鉴刘金凤等[25]的做法,用高等学校学生数表示;③产业结构(cyjg),采用二产产值与三产产值的比重衡量;④经济发展水平

(lngdp),用各城市人均 GDP 的对数衡量该城市经济发展水平;⑤金融发展水平(fin),用金融贷款总值和地区 GDP 总值的比值测

度。 

2.3.4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3-2018年中国内地 283个地级市数据作为原始样本,将长三角扩容后的 34个城市设为处理组,其余 253个城市

作为控制组。本文控制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市国民经济发展统计公报。其中,各城市专利申请数据来

源于中国知识产权局,由笔者手工整理得到。 

3 实证结果分析 

3.1长三角扩容对城市创新的影响 

图 1-图 3 为整体城市、原位城市、新进城市的实际创新水平路径和合成的创新水平路径。其中,实线表示实际路径,虚线表

示合成路径。从图中可以看出,整体上城市创新水平随着时间推移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但是,在扩容政策实施前后存在一定差距。

具体来说,在政策实施之前,实际创新水平路径和合成创新水平路径近乎完全重合,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合成控制法的拟合效果较

好。在 2010年扩容政策实施后,整体城市、原位城市和新进城市的实际创新路径均明显高于合成创新路径,说明长三角扩容政策

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另外,扩容政策效应在不同区域间存在差异,2010 年之后新进城市的实际创新路径与合成创新路径

偏离度明显高于原位城市,表明新进城市的政策效果明显强于原位城市。 

 

图 1整体城市下载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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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原位城市 

 

图 3新进城市 

3.2基于 PSM-DID的估计结果 

为进一步验证扩容政策对城市创新的提升效应,本文采用 PSM-DID 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此之前,利用 pstest 命

令检验倾向得分匹配的有效性,结果如表 1所示。从中可见,在倾向得分匹配前,实验组与控制组两组样本协变量均存在显著性差

异,但匹配后城市特征差异均大幅缩小,甚至部分变量几乎无差异,样本选择性偏差基本消除。同时,从 t检验结果看,所有 t检验

均不拒绝处理组与控制组无系统差异的原假设,各变量在两组样本间的分布变得均衡。这说明,本文选取的可观测变量和匹配方

法有效且两组样本匹配结果较为满意,PSM-DID在本文中的适用性与有效性得到验证。 

在样本数据通过均衡性检验的基础上,在模型(8)中用 Stata12.0软件对处理组与控制组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为检验结果的

稳健性,依次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分析,相应回归结果见表 2。其中,Model1为不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did的系数在 1%水平上显

著为正,说明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能够显著促进该地区城市创新发展。扩容政策能够促进区域间创新要素流动与重整,产生知识

与技术溢出效应,形成更大规模的技术及交易市场,从而对地区科技创新活动产生促进作用。Model2-Model6 为依次加入控制变量

后的结果,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依旧显著,由此验证本文实证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从控制变量结果看,政府财政科技支出、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加大政府

财政科技支出力度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因为企业经营、投资活动都需要一定的资源作为支撑(解维敏等,2016),特别

是企业创新,更需要充足的资金和较为完善的设备等保证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同时,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城市创新环

境随之不断完善,产业相关知识与技术更加密集,有助于推动城市创新发展。而且,地区经济基础和金融发展基础越好,对地区研

发创新活动越有利。人力资本水平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人力资本对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表 1均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t-test 

实验组 控制组 t值 P值 

政府科技支出 匹配前 0.02932 0.01119 148.1 9.77 0.000 

 
匹配后 0.02792 0.2853 -4.9 -0.16 0.870 

产业结构 匹配前 1.439 1.6068 -24.4 -1.11 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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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后 1.4573 1.4065 7.4 0.23 0.820 

人力资本 匹配前 11.06 10.222 65.9 3.27 0.001 

 
匹配后 10.944 11.379 -34.2 -1.29 0.201 

经济发展水平 匹配前 10.673 10.171 94.3 4.76 0.000 

 
匹配后 10.651 10.804 -28.8 -1.18 0.244 

金融发展水平 匹配前 1.2659 0.74055 68.2 5.19 0.000 

 
匹配后 1.2171 1.2463 -3.8 -0.13 0.894 

 

表 3为分样本回归结果,主要考察扩容政策对整体城市以及先后两批扩容新进城市政策效应的差异性。结果显示,did回归系

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扩容政策无论是对原位城市还是新进城市创新能力均有提升效应,这与前文结论一致。且从新进

城市分样本回归系数看,扩容政策对 2010年新进城市的政策效应强于原位城市,可能是因为原位城市中诸如上海、无锡、南京等

城市本身创新水平较高,更多扮演着知识输出角色;而新进城市受扩容政策的冲击更大,扩容政策的实施使其从核心城市中获得

更多知识溢出和技术支持,创新能力随之大幅提升,所以扩容政策效应更强。同时,2013 年新进城市的政策效应低于原位城市和

2010年新进城市,原因可能在于 2013年扩容城市(如马鞍山、淮安、衢州等)创新环境处于弱势,导致在政策冲击下创新能力提升

效应相比其它城市弱。 

表 2基本回归结果 

变量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Model5 Model6 

did 0.626*** 0.551*** 0.564*** 0.594*** 0.606*** 0.605*** 

 
(0.135) (0.121) (0.127) (0.129) (0.129) (0.125) 

kj 
 

6.510*** 6.105*** 6.043*** 7.422*** 7.608*** 

  
(1.170) (1.192) (1.161) (1.162) (1.179) 

cyj 
  

0.196*** 0.191*** 0.0814*** 0.0854*** 

   
(0.0306) (0.0295) (0.0308) (0.0306) 

lnedu 
   

0.132*** 0.127*** 0.125*** 

    
(0.0328) (0.0311) (0.0303) 

lnrgdp 
    

0.756*** 0.764*** 

     
(0.113) (0.114) 

fin 
     

0.0650
*
 

      
(0.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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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项 8.979*** 8.807*** 8.670*** 7.034*** -0.622 -0.804 

 
(0.209) (0.213) (0.215) (0.465) (1.356) (1.376) 

观测值 2703 2703 2703 2703 2703 2703 

R2 0.945 0.946 0.947 0.948 0.951 0.951 

Numberofid 169 169 169 169 169 169 

 

表 3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原位城市样本 2010年新进城市样本 2013年新进城市样本 

did 0.698*** 0.757*** 0.544** 

 
(0.154) (0.153) (0.227) 

kj 6.329*** 6.670*** 7.223*** 

 
(1.670) (1.444) (1.610) 

cyj 0.0838*** 0.0571** 0.146*** 

 
(0.0311) (0.0284) (0.0254) 

lnedu 0.117*** 0.0986*** 0.0788** 

 
(0.0360) (0.0378) (0.0352) 

lnrgdp 0.737
***
 0.730

***
 0.564

***
 

 
(0.153) (0.124) (0.0881) 

fin 0.0733 -0.0217 0.0681* 

 
(0.0532) (0.0235) (0.0383) 

常数项 -1.377 -1.132 0.176 

 
(1.796) (1.257) (0.956) 

观测值 1584 1343 3039 

R2 0.951 0.952 0.940 

常数项 99 84 190 

 

3.3异质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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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前文分析得出长三角扩容政策能够推动城市创新的结论,本文通过异质性分析,进一步研究扩容对城市创新的作用是否

还受其它因素的影响。 

3.3.1科创走廊城市异质性分析 

作为中国经济活力最强、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科创走廊沿线城市有着先决性的优越创新条件,共包含上海、嘉兴、

杭州、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和合肥 9个城市。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先试区,特别是上海、杭州等拥有大量创新人才、资

金和高端信息技术产业资源优势,加之创新走廊空间布局不断完善,沿线城市交通也更加便利,有利于加快创新要素流动速度,提

高创新资源整合效率,充分发挥创新强辐射效应,带动区域创新一体化发展。因此,创新走廊沿线城市能够强化扩容政策对城市创

新能力的提升效应。 

本文借鉴 Cai 等[26]的做法,将 283 个实验组样本城市划分为科创走廊城市和非科创走廊城市,结合 PSM-DID 模型分别进行回

归分析,结果如表 4所示。从中可见,扩容政策对城市创新的提升效应受到科创走廊政策的显著影响,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且属

于科创走廊的城市,其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科创走廊沿线城市科技要素较为活跃、产业基础雄厚且交通联系便利,

更加有利于区域间创新资源互补与共享,因此有助于发挥扩容政策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 

3.3.2通达性异质性分析 

“通达性”最早由 Hansen[27]提出,表示交通网络中各节点相互作用机会的大小。简言之,就是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的难

易程度[28-29]。对不同城市而言,创新水平提升不仅取决于自身创新要素,还依靠城市其它创新要素的流动[30]。同时,创新活动具有

一定的复杂性和知识高密集性,单个主体很难独立完成,需要主体以合作形式实现。而区域间通达性提升能够有效压缩地理“时

空距离”,加快创新要素流动速度、扩大流动范围,特别是作为创新中坚力量科技人才的流动,能够加强创新知识溢出,促进科学

知识技术传播与扩散,提升城市创新水平。 

基于此,借鉴相关学者的做法,本文利用长三角内部各城市互通高铁频次的总和表示城市的通达性。如式 其中 Ti

表示城市 i 通达性,值越大表示通达性越好;Gij表示城市 i 到城市 j 的高铁趟数,λj表示城市 j 的权重,本文取值为 1。根据 Ti值

大小将样本分为高低组,进而考察区域间通达性对扩容政策效应的影响。相关高铁数据来源于极品列车表,由笔者手工整理获得。

回归结果如表 4所示,从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可以看出,通向长三角高铁频次越高的城市,扩容政策对该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越

显著。这说明,区域间通达性越好,越有利于深化地区间开放程度、扩大中心城市辐射范围、促进创新要素资源流动整合、推动

城市创新进程[31]。 

表 4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科创走廊城市 通达性 

是 否 高组 低组 

did 1.103*** 0.598*** 0.684*** 0.589*** 

 
(0.242) (0.131) (0.158) (0.14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CityFE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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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FE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767 2575 1200 2815 

R2 0.958 0.948 0.958 0.946 

 

3.4滞后效应 

上述回归结果验证了扩容政策对城市创新的提升效应,但只能反映样本期间扩容对城市创新的平均影响,无法体现扩容政策

是否存在时间滞后效应以及政策效果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为此,本文将政策虚拟变量 1～5年的滞后项引入模型,研究扩容政策与

城市创新的滞后关系,相应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从 Model1-Model5did 系数显著性可知,长三角扩容政策对城市创新具有持续性

影响。从虚拟变量系数关系发现,伴随着显著性水平的下降,did 系数呈现逐渐递减趋势,说明扩容政策效应具有边际递减特征。

可能原因在于,在扩容初期,长三角内部城市都在积极利用经济协调会机制迅速获取自身所需知识信息,然而随着时间的延长,区

域间创新水平差距不断缩小,导致知识信息边际量呈现递减效应[32],扩容政策对城市创新的提升效应也随之变小。 

3.5稳健性检验 

(1)更换被解释变量。 

前文用创新产出衡量城市创新水平,但由于不同城市创新政策不同以及对创新资源的配置存在差异,由此可能造成结果出现

偏差。因此,本文参考杨思莹等[33]的思路,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选取复旦大学《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报告 2017》

中的城市创新指数[34]作为城市创新水平测度指标(lncx1),估计结果如表 6 所示。从中可见,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交互项系数

均显著为正,表明长三角扩容有利于推动城市创新。与上述研究结论一致,再一次证实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2)改变样本时间窗。 

样本数据时间差异可能会对估计结果产生不利影响,为观测不同时间段内长三角扩容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本文通过改变

样本时间窗宽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为此,借鉴董艳梅等[35]的做法,由于扩容政策有两个时间节点也即 2010年和 2013年,所

以本文将样本时间区间分别改为 2009-2014年、2008-2015年、2007-2016年,再次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若估计

结果无明显变化,则说明本文研究结果相对稳健。由表 6可知,改变时间窗宽后的结果均显著为正,表明各年份区间内扩容政策均

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本文研究结果稳健。 

表 5滞后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Model5 

m1 0.519*** 
    

 
(0.141) 

    

m2 
 

0.443*** 
   

  
(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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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 
  

0.421** 
  

   
(0.176) 

  

m4 
   

0.386** 
 

    
(0.195) 

 

m5 
    

0.381* 

     
(0.210) 

kj 8.293*** 8.914*** 9.354*** 9.707*** 10.02*** 

 
(1.236) (1.308) (1.337) (1.414) (1.476) 

cyj 0.0823*** 0.0790*** 0.0755*** 0.0760*** 0.0765*** 

 
(0.0302) (0.0297) (0.0290) (0.0288) (0.0287) 

lnedu 0.117
***
 0.110

***
 0.106

***
 0.0996

***
 0.0923

***
 

 
(0.0306) (0.0311) (0.0306) (0.0294) (0.0285) 

lnrgdp 0.760*** 0.755*** 0.764*** 0.762*** 0.762*** 

 
(0.116) (0.118) (0.119) (0.119) (0.119) 

fin 0.0658* 0.0662* 0.0669* 0.0682* 0.0681* 

 
(0.0339) (0.0345) (0.0349) (0.0351) (0.0355) 

常数项 -0.635 -0.454 -0.482 -0.368 -0.270 

 
(1.392) (1.410) (1.430) (1.413) (1.397) 

观测值 2703 2703 2703 2703 2703 

R2 0.950 0.950 0.949 0.949 0.949 

常数项 169 169 169 169 169 

 

4 结论与建议 

4.1研究结论 

实施区域一体化战略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已经成为中国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对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36]。2010 年长三角城市群扩容作为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一次重要尝试,对打破区域间市场分割,增

强长三角地区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引领全国创新高质量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采用 2003-2018 年中国内地 283 个地

级市面板数据,将“长三角扩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综合运用合成控制法和 PSM-DID回归模型,检验长三角扩容对城市创新的

影响。结果发现:①从整体看,长三角扩容政策实施显著提高了城市创新水平,且扩容对新进城市创新的提升作用强于原位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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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实施能够加强区域间知识技术溢出,实现创新资源的充分流动和高效整合,形成城市创新联动效

应,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②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非科创走廊城市,扩容政策对科创走廊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效应更

强。同时,城市通达性水平提升,能够加强扩容政策对城市创新的正向作用。这一结论确定了长三角城市群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对推动区域协同创新攻关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作用;③对扩容政策滞后效应的分析表明,扩容政策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且呈现

出边际效应递减特征。也即在扩容政策实施后 1～3年,扩容政策对城市创新有持续正向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时间推

移逐渐减弱。 

表 6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改变时间窗 

lncx1 lncx1 2009-2014年 2008-2015年 2007-2016年 

du×dt 16.72*** 8.732** 0.230*** 0.260*** 0.300*** 

 
(3.612) (3.439) (0.0631) (0.0622) (0.0650) 

控制变量 NO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4.2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结论对深入实施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加强创新策源能力建设,打造全国创新高质量发展样板区具有重要启示意

义。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 3点政策建议: 

(1)畅通一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提高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便捷性。实现“无障碍”合作共享、资源整合和要素流

动,尤其要打通区域间人才流动壁垒。具体而言:①加快建设长三角城市群内集高速铁路、普速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于一体的现代轨道交通运输体系,形成高质高速的轨道交通网络;②促进城市间人员流动和交流,特别是高技术人

员流动,发挥中心城市创新溢出效应和辐射带动能力,形成区域协调创新发展新格局;③加快省际高速公路建设,对拥堵严重的高

速公路进行整改扩建,提升省际公路通达水平和主要城市间的通行效率;④不断优化长三角机场体系和港口布局,增强面向全国

的创新辐射能力。 

(2)加强区域合作联动。一方面,不断加强区域间人力资源协作,通过联合开展就业洽谈会和专场招聘会等形式,推动人才资

源互认共享,实现区域间人力资源特别是高层次人才流动和优化配置。同时,畅通长三角市场网络,推动跨地域技术市场互联互

通、资源共享,加强长三角中心区与周边区域的深度合作,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协同发展。不断优化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推

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大型科研仪器、科技文献、科学数据等科技资源合理流动与开放共享;另一方面,加快复制推广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经验,充分发挥示范区引领带动作用,构建更大范围的区域一体科技创新链。充分发挥江苏科教资源丰富、浙江数字经

济领先和安徽创新活力强劲等地区特色优势,加快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打造极具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强化区域联动创新

发展。与此同时,加快落实 G60 科创走廊发展规划,以 G60 科创走廊为长条形创新增长极,强化对沿线周边城市的辐射效应,加速

走廊创新发展蔓延,形成科创走廊产业带的高水平布局与合作,激发地区创新活力。 

(3)持续完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加速打破传统行政区划隔离壁垒,由各级政府协商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建立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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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领域制度规则和重大政策沟通协调机制,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协同性。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领导

作用,不断完善经济协调会成员合作机制。设立地区间创新要素流动、配置效率评估相关部门,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情况进行持

续优化和调整,提升要素利用效率。另外,积极转变地方政府区域发展理念,深入贯彻习总书记的“一盘棋”思想,坚决抵制地方

保护主义,实现创新竞争由同质化到多样化的转变,共同打造创新高质量发展的长三角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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